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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理論之傳統與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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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development theory is dominated by mechanization and reductionism, 

and has been studied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top-down control strategy and technical 

structure, which is far from real-world situations. Therefore, the nature of cities is 

neglected, and urban development issues are inadequately discussed. However, the 

nature of cities is important for explaining how cities work, and determining how they 

should develop appropriately. Therefor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metaphors and 

analogies embedded in the major theories about urban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ories that are based on real-world condition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complexity sciences and organicism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han 

mechanization and reductionism. Achieving success with holisti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planning a city or an urban system requires profound knowled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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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ex growth potential of different facets of modern urban systems. 

Additionally, urban development plans and decisions need to be guided by the 

allometric nature of the spontaneous emergence of cities. 

 

Keywords: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growth, complexity sciences, organicism, 

reductionism. 

 

 

摘   要 

 

受早期機械化世界觀與還原論思維所支配，過去一般探討都市發展或都市演

變的研究，多數集中強調自上而下控制刻劃的傳統策略和遠離真實世界狀況的技

術結構，從而輕忽都市發展的本質，並缺乏對本質層次的論證或對話。但這些在

過去研究中被忽略的本質和對話，卻是解釋都市究竟是如何運作以及判斷都市該

如何發展的重要基礎。本研究擬針對各種隱喻或類比都市發展的主流觀點，或是

理解都市演變過程的數個主要取徑，提出一整合性之本質論證與比較，藉以探求

更為完善且貼近真實世界狀況的思考方式，並彌補過去在詮釋都市發展及都市增

長上可能的不足－特別是系統論、複雜科學 (complexity sciences) 與都市科學興

起後所引發的根本性轉變。本研究認為，生物有機觀點 (organicism) 及生物有機

增長的思考方式實現了機械化世界觀與還原論思維 (reductionism) 所無法提供

的深刻洞察，而假若我們期望成功地以整體的與永續的發展概念去規劃一個都市

甚至是整個都市體系，則未來應嘗試掌握現代都市體系複雜的及不同構面的增長

潛能，認清都市自發形成的異速生長本質，並依此原生屬性來引導及評估都市發

展計畫與決策。 

關鍵字：都市發展、都市增長、複雜科學、有機體論、還原論 

 

 

前   言 

 

綜觀歷史進程，始終存在許多對於都市的概念與想法，並隨時間推移正逐漸演化 (Mumford 1961; 

Kostof 1991; Morris 1994)。各時期對都市「是如何形成」、「會如何演變」或「應如何發展」的理解與

詮釋，不僅深刻地影響當時「看待都市的方式」和「規劃都市的方法」，更致使有關都市發展 (urban 

development) 或都市增長 (urban growth) 之理論依據因而不斷地積累與擴張。既有文獻對於最早期之

文明、國家乃至於都市之探索，事實上常圍繞著宗教神權、政治系統與半自治的社會團體，並傾向將

都市文明簡化為一系列關於創建都市雛形和構造巨大公共建築的英勇領袖征戰比鄰、攫取權力和統治

菁英群的主題或神話 (Yoffee and Cowgill 1988; Van de Mieroop 1997; Yoffee 2005)。而最初自然形成的

都市，其運行發展及被理解的角度，則大多貫注在以國王、神祇、社會階級與各種職業角色為核心的

思想議題 (Mumford 1961; Pirenne 1969; Gates 2003; Pounds 2005)。除可作為上述宗教神權與人的權力

結構結合後的繁衍基礎之外，最初自然形成的都市同時亦肩負防禦的功能 (例如：防禦工事和城堡)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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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滿足極權專制時期的王室想望 (Lynch 1981; Marshall 1989; Lepage 2002)。 

歷經漫長的中世紀，隨封建主義 (Feudalism) 的終結、資產階級的興起，以及藉著現代哲學與科

學體系創建者的相繼貢獻－Galileo Galilei (1564-1642)、Francis Bacon (1561-1626)、Johannes Kepler 

(1571-1630)、Rene Descartes (1596-1650)、Blaise Pascal (1623-1662)、Isaac Newton (1643-1727)，都市

發展進程逐步邁入人類歷史上第二次的重大轉變－工業資本主義  (Clark 1982; Morris 1994; 

Frankenberry 2008)。該時期之文明發展，主要得益於早期的機械哲學 (Mechanistic Philosophy) 或還原

論 (Reductionism) 之影響，使得過往對於自然或都市的想像 (例如：萬物有靈論) 或遭宗教威權壓抑

僵固的思想逐漸褪色式微，並遭機械化的世界觀所取而代之 (Kline 1990; Shapin 1996; Mayr 1997)。主

宰十七世紀科學發展的笛卡兒 (Rene Descartes) 即當時機械哲學最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Kline 

1990; Devlin 1996)，其所認知的世界為一大型且擁有和諧設計的數學機器存在於時間與空間之中 (a 

huge, harmoniously designed mathematical machine existing in space and time)，並認為：(一) 可藉由力學

定律解釋生命 (包括人和動物)、(二) 所有的現象皆服從不變的數學定理、(三) 萬物皆可透過數學形式

來描述 (但不包括上帝與靈魂)。除了宗教教會激烈排拒這樣的思考與解釋方式，笛卡兒哲學 (Cartesian 

Philosophy) 與笛卡兒科學 (Cartesian Science) 對十七世紀 (與其之後) 的「科學」與「非科學」領域

均造成廣泛的影響且非常地盛行。 

在此時空背景的推波助瀾之下，將都市視為「萬物機械觀」中的一種大型機器的看法於是自然地

被釋放。人們開始認同都市是類似於許多相異的、功能分離的小部分零組件 (例如：交通工程、建物

設施、不同的土地使用等)，經由完善地連結和累加而成的整體 (此看法仍部分延續至今，相關討論見

Mumford 1961; Lynch 1981; Hall 1988; Morris 1994; Ball 2012)。此一理論概念同時亦直接地影響後續許

多都市城鎮的規劃與設計方式，典型如歐洲建築師 Le Corbusier 所提倡的光輝城市或是美國無數的方

格型城鎮 (詳見 McMichael and Bingham 1923; Fishman 1977)。 

相對於萬物機械觀中過度簡化與過度單純的機器類比，將都市比擬為生物有機體 (organisms) 的

概念起源並不久遠，它與十八及十九世紀興起的現代生物學和生命科學息息相關，但卻遲遲等到約二

十世紀才在都市發展領域得到著名者如 Patrick Geddes與其繼承者 Lewis Mumford等人的拓展 (Lynch 

1981; Kostof 1991)。生物有機體的類比在發展初期事實上幾乎未造成任何迴響或共鳴，直至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後，因其融合了當時迅速迸發的科學發展思想，才逐漸落實為一重要的理論和觀點，而 Warren 

Weaver 與 Jane Jacobs 即為該理論分支最為關鍵的創始人與整合者 (詳見 Weaver 1948; Jacobs 1961; 

Simon 1998)。以科學發展的歷程為基礎，Weaver (1948) 將涉及其中的科學問題的類型區分為三種：

簡單問題、無組織的複雜問題、有組織的複雜問題。所謂簡單問題，即兩個變數的問題，有著簡單關

係，可忽略其他因素的輕微影響，十七至十九世紀的古典物理、線性數學和絕對決定論  (strict 

determinism) 皆是處理簡單問題。無組織的複雜問題，即假定大量變數皆為均質 (homogenous) 且彼

此之間並無關聯，雖個別變數或個體是未知的模式或狀態，但整個系統或系統狀態卻能開展出特定秩

序或特性。而有組織的複雜問題，則是須面對和處理諸多可能同時發生變動的異質 (heterogeneous) 變

數，但是彼此之間並非無意義地或毫無規則地任意碰撞或產生聯結－它們是「互相關聯成為一個有機

的整體」(Jacobs 1961; Batty and Longley 1994)。隨後，Jacobs (1961) 便沿襲同樣的概念和涵構，自科

學發展的歷程反思「都市問題的本質」，在眾多相關發展理論中，首先提倡都市固有的本質應為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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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複雜性 (organized complexity)，並歸類都市問題為有組織的複雜問題。Jane Jacobs 認為當時出現諸

多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仿效物理科學的規劃手段或方法，皆是因為都市規劃者或理論家誤將都市當成

「簡單系統」或「無組織的複雜系統」，而把都市問題當成是「簡單問題」或「無組織的複雜問題」。 

除上述萬物機械觀以及融合科學發展思想的生物有機觀點之外，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對於都市本

質的理解或都市發展現象的科學研究，還包括兩個主流取徑 (approach)－傳統經濟學觀點與複雜科學

觀點。其中，傳統經濟學觀點牽涉或涵蓋了產業區位理論、都市經濟學或區域經濟學等泛經濟學分支 

(如 Fischer and Nijkamp 2013)，其係指應用經濟原理及個體經濟學之觀點假設和研究分析方法，作為探

討都市現象和都市空間型態的解釋基礎，而該取徑之理論與模型建構，旨在於增進對都市發展中的經

濟活動與其所引發的空間結構或型態，為何 (why) 於某區位 (where) 形成與如何 (how) 形成之理

解—著名典型包括Von Thünen (1826) 之農業區位論、Weber (1929) 之工業區位論、Christaller (1933) 之

中地理論、Lösch (1954) 之經濟地景論及 Alonso (1964) 競租理論等。 

繼之，自二十世紀末複雜科學 (complexity sciences) 興起 (Waldrop 1992; Cowan 1994; Kauffman 

1995)，以複雜科學為發展基礎的都市發展理論則試圖跳脫傳統思維 (線性、對稱、可還原、靜態均衡

的世界觀)，進而依循著複雜性概念 (突現、非線性、動態遠離均衡的世界觀)，將都市視為由下而上演

化發展、無中央控制單位且具備自我組織  (self-organization) 等行為特性的複雜系統  (complex 

systems)，並利用以個體為主 (agent-based) 的分析方式，探討都市發展於不同層次間的突現狀況 (包

含巨觀和微觀層面)，以及都市個體或作用體 (包含組件和元素) 究竟是如何由下而上互動及組織成整

體型態的變遷過程 (Anderson 2001; Wolfram 2002; Batty 2005a; Briassoulis 2008; 賴世剛、韓昊英、吳

次芳 2009; Hoekstra, Kroc, and Sloot 2010)。 

故總的來說，所謂「都市發展理論」係指為了增進對都市發展是如何發生、都市空間型態是如何

演變以及都市是如何運作的理解與詮釋，而長期聚焦於研究都市發展現象和都市發展過程所逐漸累積

形成的理論典範－這樣的理論典範主要是為解釋和辨析：「為何會有都市的存在？其本質為何？」、「都

市是如何產生？一旦產生將如何演變？」、「都市可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應具備哪些功能？」、「為何部

分聚落持續增長為巨大都市而部分聚落最終卻殞落消失？」等種種我們從過去至今所關切的問題 

(Lösch 1954; Mumford 1961; Lynch 1981; Clark 1982; Fujita, Krugman, and Venables 1999; Pounds 2005) 

和長久以來持續尋求的答案。 

若再由都市科學 (the science of cities) (如 Hopkins 2001; Ball 2012; Batty 2012; Portugali et al. 2012; 

Lai, Han, and Ko 2013; Samet 2013; Lai and Han 2014) 所囊括的四個象限來看 (請參照表 1)，則本文所

關注的「都市發展理論」，其扮演的角色及定位應較傾向於「第 II 象限：都市是如何運作」與「第 III

象限：都市應如何發展」的研究範疇，並與 Lynch (1981) 所定義之功能論 (functional theory) 相對接

近。其中，關於「都市是如何運作」的研究範疇即對都市現象的解釋，係指側重於探究都市發展的本

質，意圖了解都市是由哪些行動主體 (who) 或元素 (what) 所構成—將會在何處 (where) 與在何時 

(when) 發展成某種都市空間結構或都市型態，以及這樣的整體型態和結構是如何 (how) 自各個個

體、組件、次系統、階層或組織之間的局部行動或交互作用所產生。而關於「都市應如何發展」的研

究範疇即對都市現象的論證或辯解，係指側重於判斷都市究竟應具備什麼樣的價值特性  (Mumford 

1961; Jacobs 1961; Alexander, Ishikawa, and Silverstein 1977)，以及確認都市該朝向什麼樣的狀態展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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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發展理論。由正向增進 (bright side) 的角度視之，過去傳統上曾以永續性、適宜性、高效能、

高資源生產率作為長期的努力方向 (Lynch 1981; Hargroves and Smith 2005; Newman, Beatley, and 

Boyer 2009)；由負向減緩 (dark side) 的角度視之，地價昂貴、犯罪事件叢生、貧民窟林立、小自用住

宅短缺等普遍的都市病症之數量多寡與規模大小 (Bettencourt et al. 2007; Huang and Lai 2012)，或許皆

可作為評估都市是否呈現良好發展的準則及指標。 

表 1 都市科學－四個研究範疇之概念劃分 

Table 1. The science of cities－research categories in four quadrants. 

研究範疇 都市現象 計劃現象 

解釋 

解釋 

都市是如何運作 

 (敘述性的功能理論) 

都市發展計畫與決策是如何被制定及使用 

 (敘述性的規劃理論)  象限 II 象限 I 

論證 

論證 

都市應如何發展 

 (規範性的標準理論) 

都市發展計畫與決策應如何被制定及使用 

 (規範性的規劃理論)  象限 III 象限 IV 

 

然受到早期機械化世界觀與還原論思維所支配，過去一般探討都市發展的研究，多數過度偏重自

上而下控制都市、刻劃都市的傳統策略和遠離現實的、完美假定下的技術結構，從而輕忽都市發展的

本質，並缺乏對本質層次的論證或對話。但這些在過去研究中常被有意或無意忽略的本質和對話 (如

Jacobs 1961; Mumford 1961; Alexander 1965; Lynch 1981; Batty 1995)，不僅攸關能否適當地反映出都市

型態演變的趨勢，更關鍵地，它同時也是「解釋都市究竟是如何運作」與「判斷都市應該如何發展」

的重要基礎 (請參照表 1)。 

爰本研究擬針對各種隱喻或類比都市發展現象的視角，或是理解都市演變過程 (drama) 的數個主

要取徑，提出一整合性之本質論證與比較，藉以探求更為完善且貼近真實世界狀況的思考方式，彌補

過去在詮釋都市發展或都市增長方面可能的不足－特別是系統論、複雜科學與都市科學興起後  (如

Bertalanffy 1968; Batty 1976; Waldrop 1992; Holland 1998; Colander 2000; Hopkins 2001; Wolfram 2002; 

Pumain 2006; Portugali et al. 2012; Lai and Han 2014) 所連帶引發的根本性轉變。 

據此，全文整體架構包括第一部分之前言，共計由七個部分所組成。作者在第二部分，將討論緊

接在工業革命後發展，深受機械形式、物理規劃概念與幾何圖形解構 (例如：餅狀扇形、圖能環狀) 所

影響的古典都市理論－產業區位觀點與都市人文生態觀點；第三部分則將深入探討關於傳統經濟思維

及其研究分析方法所呈現的都市發展本質，在近代演進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假設爭議與挑戰 (例如：

遞減報酬、負回饋效應、預先假定必趨於均衡的世界觀)；第四部分則分別針對以複雜科學與傳統經濟

思維為基礎之都市發展理論，就其概念和本質層次上的差異進行論證和比較 (例如：同質個體或異質

個體的假定、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式)；第五部分則聚焦探討生物有機觀點在早期都市發展理

論演進過程中，與萬物機械觀 (the classical concept of mechanism) 的對抗與分歧，以及融合了科學發

展思想後在其理論層面以及方法層面的重大進展；第六部分則延續第五部分之脈絡鋪陳，藉由最近期

之科學新發現－關於都市增長時所突現之異速生長規律 (allometric scaling law)，併以解釋我們正處於

「將都市視為機器 (machines)」轉變為「將都市視為有機體 (organisms)」的過渡時期；最後，第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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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將透過前揭之對話與論證，對現今都市規劃的思潮及其詮釋方式提出總結、補充及未來政策建議。 

 

古典都市理論－產業區位觀點與都市人文生態觀點 

 

早期之區位理論普遍假設於一個各向同性的平原 (isotropic plain) 或直線段 (linear segment) (如

Von Thünen 1826; Hotelling 1929; Weber 1929)，即意味著所討論的區域上各不同處的差別僅在於距離，

至於商品或產業非均勻分布與交通可及性差異等眾多異質條件狀況則遭簡化忽略 (詳見 Anas, Arnott, 

and Small 1998; Barnes et al. 2008)。當中，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相對受忽視之 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 之《農業區位論》(The Isolated State)，因刊行時間更優先於 Alfred Weber 之《工業區位論》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th the Economic System) 約一個世紀，而普遍被後續研究者視為現代區位理論

之創始者 (Isard 1956; Frambach 2012)，而其創始之單中心經濟模型 (mono-centric economy model) 對

爾後發展的相關理論分支的研究著作及代表人物 (例如：Alfred Weber、August Lösch、Walter Isard、

William Alonso) 皆起著莫大的影響 (Samuelson 1983)。Von Thünen 最大創見在於首先使用利潤動機 

(profit motive) 表現農業經濟集聚 (即農作行為、農地利用方式與農產品之集約程度)，以及藉由圖能圈 

(Thünen rings) 系統地闡述農業區位分布具有其自發特性－即自發形成的同心圓狀態 (詳見 Alonso 

1964; Fujita, Krugman, and Venables 1999)。 

August Lösch 是繼 Von Thünen 之後該領域最為關鍵的研究者之一。Lösch 當時最大貢獻在於整合

既有之研究成果，並修正部分不符現實條件或狀況的考量。譬如其中最重要的貢獻之一，Lösch 試圖

修正 Alfred Weber 所創立之成本極小化原則：(一) 運輸費用導向論、(二) 勞力費用導向論、(三) 集聚

導向論 (詳見 Weber 1929)。Lösch 認為，影響個別企業區位最終和唯一的決定因素應是損益結果－純

利 (net profit) (成本與收入的平衡結果)，因此，正確區位選擇應在純利最大處而非一味地追求或受限

於成本極小原則 (詳見 Lösch 1954)。除建立純利最大化區位論之外，Lösch 在其研究著作中亦曾引入

極大化個體和企業體效用之概念 (Lösch 1954: 17)，並利用代數和幾何圖像抽象化呈現 Von Thünen 之

農業區位理論 (Lösch 1954: 36)，為當時期最深入且最具代表性的相關研究。 

進入二十世紀中葉，沉寂多時之圖能模式經 William Alonso 的復興再獲重生。Alonso (1964) 以通

勤者取代原始模式中的農民、以中央商務區 (CBD) 取代原始模式中的孤立城鎮，重新詮釋圖能模式。

此單中心都市模型 (monocentric city model) 再度產生土地使用的同心環狀態 (concentric rings of land 

use)，而該模型直至今日仍然是廣泛理論與實證文獻的基礎 (Fujita, Krugman, and Venables 1999)。圖能

模式 (Thünen rings) 之集大成者 Masahisa Fujita 認為，Von Thünen 一生的研究貢獻不僅影響深遠，且

其概念早已預先考慮或涵蓋後續眾多理論支線之發展：(一) 產業集聚理論 (The Marshall-Weber theor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二) 中地理論 (The Christaller-Lösch theory of central place system)、(三) 新

經濟地理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EG) (Fujita 2012)。 

在將近兩個世紀後的今日回顧，我們可發現圖能模式及其眾多追隨者可能過度偏重非現實的假設

條件之外 (例如：均勻的交通可及性、均勻的生產成本、均勻的生產力、需求彈性無限大)，亦忽視重

要交通樞紐 (例如：港口、運河) 所產生的空間集聚，同時也未能充分考量通訊或運輸科技變遷所引

起的連鎖變化 (如 Hargroves and Smith 2005)—特別是當都市增長時，土地利用和人口的遷移常沿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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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放射狀路線涵蓋的可及範圍、高速公路的節點或快速道路路線進行組織或擴張 (詳細回顧見 Anas, 

Arnott, and Small 1998)，使得理想的圖能環狀幾乎無法實現。但圖能模式若加入運輸網絡支線所衍生

的觸角 (finger) 區域後，則近似於 Kevin Lynch 所撰之《Good City Form》一書中提出的星形城市 (urban 

star) 的發展概念，亦類似於 Michael Batty 與 Paul Longley 所合撰之《Fractal Cities: A Geometry of Form 

and Function》一書中表述之有機生長的自然都市型態，而持續延伸的觸角區域有時甚至可直接聯結另

一個都會的中心 (Lynch 1981; Batty and Longley 1994; Frey 1999)。 

相對於產業區位理論，接續其後發展的都市生態學派則較不傾向於排除若干複雜因素後，建立完

美情境上的推論或演繹，而更普遍地是利用當時各大城鎮實際狀況之趨勢與歸納通則，描述或解釋都

市型態及都市成長模式 (詳見 Bourne 1971; Gottdiener and Hutchison 2011)。其中最經典者，依發展先

後分別為：同心環模式 (concentric zone model) (Burgess 1925)、扇形模式 (sector model) (Hoyt 1939)、

多核心模式 (multiple nuclei model) (Harris and Ullman 1945)。同心環模式 (即住宅區位論) 旨在表達當

都市成長時，將會自其中心處呈放射狀向外擴張，在忽略都市細部 (details) 的前提下 (譬如作者 Ernest 

Burgess 所觀察研究之美國芝加哥市)，把都市的內部結構表現為由內而外且依序構成的一系列同心環

區域 (successive zones)－第一環：中央商務區、第二環：過渡區、第三環：工人居住區、第四環：較

佳的住宅區域、第五環：通勤區。同心環模式為一理想狀態下的構造，藉由圓形的幾何特性，設定圖

形內任一點與中央商務區的距離為一定值 (區間)，以此定值 (區間) 為半徑可劃出一閉合的圓 (環)，

而所劃出之「同心圓」或「環帶」範圍內的土地利用模式皆相同。因此，同心環模式所認知的土地利

用趨勢是隨距離而改變，而無方向上的差異 (與距離有關而與方向無關) (詳見 Burgess 1925; Harris and 

Ullman 1945; Nelson 1971)。 

隨後由 Homer Hoyt 所發展的扇形模式，則可視為同心圓模式的進階模式或修訂版本。Hoyt 認為

各種品質的住宅鄰域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之空間分配，既不是隨機分布亦無法構成多環狀形式

的同心圓。譬如 Hoyt 的研究中顯示，都市中的高租金區趨向坐落於一個或數個餅狀扇形 (pie-shaped 

sector) 的地帶，且該地帶既無法圍繞整個都市範圍更無法構成環狀 (Hoyt 1939: 114; Nelson 1971)。在

Hoyt 的實證研究中，亦曾利用動態地圖 (dynamic maps) 的方式，演示說明美國的六大都市之最佳居

住鄰域，實際上是隨時間的改變而發生位移 (例如作者 Homer Hoyt 所觀察的時間點：1900 年、1915

年、1936 年)，並非永恆不變的單調規則分布 (詳見 Hoyt 1939: p. 115 圖形彙整)。 

同心圓模式及扇形模式的運行機制均強調圍繞單一中心發展，但 Harris and Ullman (1945) 所提出

的都市土地利用模式，其運行機制卻是圍繞於數個離散核心 (discrete nuclei)。而這些離散核心的崛起，

則常伴隨以下四種因素：(一) 特定的活動所需求的特殊設備 (例如：工業區需求較大區塊的土地與便

捷的運輸設施)、(二) 特定活動因聚集而產生效益 (例如：工業城鎮的群聚)、(三) 若干土地利用模式

是相互排斥或相互不利的 (例如：高級住宅區發展與工廠廠房的擴增)、(四) 某些活動無力支付最需求

位址的高地租 (例如：批發與儲存活動需要大量的空間和廠房) (Harris and Ullman 1945: 14-5)。Chauncy 

Harris 和 Edward Ullman 的多核心論大致包含了扇型論與同心圓論的重要意涵，即以不規則的圖形包

圍原中央商務區來呈現。間斷且不規則圖形的特性，則隱含說明隨方向的不同則會有不同的土地利用

型態，且土地利用型態隨距離的不同則可能產生改變，也有可能維持不變再繼續向外延伸至外圍新的

商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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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產業區位觀點與都市人文生態模式最大的共通處在於其理論內涵均屬於間斷的、封閉

形式的描寫甚至是簡單情境上的構想，不涉及任何的動態特徵或連續演化過程，僅能表現出極少數都

市類型的發展變化，其中，藉由幾何圖形、幾何特性或諸多功能分離的塊狀 (block) 組合來表現都市

發展本質的概念和手法，應皆源自於工業革命後所帶動的機械化世界觀。另一方面，因經典牛頓力學

與還原論思維之連帶影響，當時的地理學家、經濟學家或都市生態學家 (著名者如：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Wilhelm Launhardt、Alfred Weber、Ernest Burgess、Harold Hotelling、Walter Christaller、Homer 

Hoyt、August Lösch、Chauncy Harris、Edward Ullman、Walter Isard、William Alonso)，亦大多致力將

空間概念嵌入原先未含有空間概念的經濟模型或統計歸納中，並使用歐幾里得距離、經濟考量與物理

類比作為住居或產業模式的表徵和成因解釋 (相關討論見 Bourne 1971; Barnes et al. 2008; Portugali 

2011)。因此，諸多機械形式、幾何圖形解構 (例如：圓形、扇形、三角形、六邊形) 與物理規劃概念，

便在整個十九世紀主導著人們「看待都市的方式」和「規劃都市的方法」，而在此時期內，人們仍舊視

都市為無序 (disorder) 和混沌 (chaos) 之體現，需通過實行理想化的幾何計畫控制方能改善都市環境 

(Batty 2008a; 2008b)。 

 

都市發展理論－傳統經濟觀點之演進與爭議 

 

過去有關都市發展的理論研究，常藉由經濟學的理論架構及其分析工具展開探索，也因此造就長

久以來傳統的都市發展理論，便多從經濟學的角度和思維來看待都市發展現象。該類型的都市發展理

論可追溯超過一個世紀以上的歷史，諸如產業區位理論或都市經濟學等泛經濟學分支皆隸屬於其中的

一環，其係以經濟原理及個體經濟理論 (例如：個人效用最大化、廠商純利最大化、廠商成本最小化) 

為基礎，對單一都市裡的經濟行為、產業活動與空間組織進行最適效用和最適利益的配置，或者求取

其最優化決策 (如 Von Thünen 1826; Lösch 1954; Isard 1956; Moses 1958; Alonso 1964; Muth 1969; Mills 

1972; Samuelson 1983)。 

但值得深入討論的是，在傳統經濟學理論及其分析方法中有很大的部分是基於幾項取代任何經驗

觀察且可能嚴重脫離現實的前提和假設，譬如：遞減報酬 (decreasing returns)、完全競爭 (perfect 

competition)、理性預期 (rational expectation) 等 (詳見 Simon 1986; Fujita and Thisse 2002; Marcuzzo 

2003; Walker 2003; Eckel 2004; Colander 2005; 汪禮國、賴世剛 2008)。若以經濟分析工具 (或方法) 建

構模型時，這些基本假設對於能否順利地求取出均衡解 (最適均衡狀態) 常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因其

所追求的目標是：究竟可否有效地簡化諸多數理技術不易描述或處理的現實條件或狀況，進而獲取最

終的解析解 (analytical solutions) (Arthur 2000; Faggini and Lux 2009)。若從遞減報酬的假設條件來看，

其係指當投入的某種要素越多，則增加的產出就會越少 (愈無利可圖)，如此一來將促使經濟體系逐漸

趨向收斂、穩定與平衡狀態，並且可避免出現發散或振盪值。而上述遞減報酬 (decreasing returns) 及

負回饋效應 (negative feedback) 之設定，同時亦說明了傳統經濟理論企圖將經濟體系以及都市系統塑

造為「收斂、穩定和唯一均衡狀態」的完美世界觀。 

若再以一般均衡分析為例，事實上，真實世界的運行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乃是處於對初始值或初

始條件敏感的混沌 (chaotic) 或紊亂 (turbulent) 狀態 (Colander 2000; Portugali 2000; Mainz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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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hanan 2009; Wilson 2012)，而無力維持或者自行收斂至完美均衡，且系統之運作往往是表現出持續

不間斷地動態演化，亦並非停滯於特定少數的、平穩的或唯一的靜態均衡點 (Farmer and Foley 2009; 

Arthur 2015)。倘侷限在本文所關注的都市發展領域，近年來諸多學派或學者 (如 Hopkins 2001; 賴世

剛 2006; Hoch 2007; 賴世剛、王昱智、韓昊英 2012) 同樣強調都市和都市空間的演變，因其具備四種

獨特性質： (一 ) 相關性  (interdependence)、 (二 ) 不可分割性  (indivisibility)、 (三 ) 不可逆性 

(irreversibility)、(四) 不完全的預見 (imperfect foresight)，使得在傳統經濟理論中普遍可逆且調整過程

無需任何成本的一般均衡概念和分析程序，實際上無法適用於永遠處在變動且每次調整或行動皆附帶

重大成本的複雜都市系統 (complex urban systems)。 

此外，傳統經濟觀點下的完美世界觀與真實世界普遍存在的遞增報酬 (increasing returns) 與正回

饋效應 (positive feedback) 相互牴觸之情形，近數十年來已逐漸被察覺和接受 (如 Arthur 1990; Durlauf 

1998; Anderson 1999; Kline 2001; Mainzer 2005; Lai and Han 2014)。其中，最關鍵者應屬著名經濟學家

Brian Arthur 在美國頂尖期刊《Science》之複雜系統專刊中，以「複雜性與經濟」(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 為題，進一步將遞增報酬理論帶入經濟學，用以說明許多產業於競爭過程中所產生的遞增

報酬 (increasing returns)、區域鎖定效果 (regional lock-in effect) 及路徑相依 (path dependent) 的非線性

過程 (Arthur 1999, 2000)。在此所謂的「遞增報酬」，為一自我再增強的機制，例如在產業經濟上時常

發生的規模經濟、協同效果等，若以區位及空間競爭的角度而言，則其與經濟理論的「聚集經濟」有

異曲同工之妙，但聚集經濟的現象單指發生在空間上的規模再放大和吸引效果，而遞增報酬理論則並

不侷限於空間尺度的探討 (于如陵、賴世剛 2001)。若以黑白球實驗為例來解釋 (賴世剛 2006；柯博

晟 2009)，則是指將兩種顏色 (黑與白) 的色球各一粒放入袋中，再隨機從袋中一次抽取一球，每次抽

完後將抽出的球再放回袋中，並視所抽到球的顏色再增加一粒同色球進袋。如此重複進行動作下去，

則某種特定色球將由於過程中不斷地被抽取，使其數量不斷增加，同時也會使其下一次再被抽取到的

機率因而提升。當超過某個規模門檻值 (threshold value) 後，便會形成鎖定效果 (lock-in effect)，而最

終該特定色球將形成獨大的狀態。Arthur (1997)、賴世剛、陳增隆 (2002) 等相關研究，便是應用遞增

報酬理論來探討、模擬或檢驗廠商在都市空間的競爭與聚集之鎖定過程。 

其次，所謂完全競爭的假設，則是一種經濟學中可能過度理想化的市場狀態 (Keen 2003; Bouchaud 

2008)－當市場處在完全競爭的狀態時，產品不具有異質性，且市場中的行為者於決策時不僅擁有完全

信息與知能，同時也具備自由進出市場的能力，而在新古典區位理論裡，即隱含了此一重要前提。但

就真實世界的情形視之，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新廠商要進入市場時則需承擔交易成本，並非當新廠

商認為有利益可圖時便可自由地或無限制地加入市場。且進入市場的門檻高低不同，則又取決於其他

廠商的市場力量、資金投入多寡、產業集聚程度、區域產業結構的型態與國家產業發展政策等內在和

外在因素所牽動 (黃仲由 2007; Briassoulis 2008; Samet 2013)。若關係到歷史發展的路徑相依過程或遞

增報酬最終所形成的鎖定效果，同樣可能令廠商能自由進出的能力受到限制 (相關討論與電腦模擬見

Lai 2006b)。因此，隨著廠商或決策者的價值、功能、產業別、駐居點的歷史條件及所面對的經濟和社

會結構各異，將會使完全競爭、穩定報酬與完全信息等重要前提和假設之適用性降低，進而影響到其

所獲得的最適化及資源配置結果之合理性 (Allen 1997; 柯博晟 2009; Samet 2013)。 

除了前述基本假設之爭議外，關於傳統都市經濟理論的模型化，還包括了作用體的選擇以及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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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變數的選擇等問題 (Jacobs 1961)。首先，在作用體的選擇上，傳統都市經濟理論及其方法並無意

處理「所有的」或「大部分的」作用體，也極少顧慮到全部參與者的各個局部決定 (local decision-making) 

所共組的聯合決策 (combined decisions)，其理論和方法往往僅傾向考慮「最重要的」作用體及其決策，

而這些作用體通常被設計為擁有完全資訊或全知全能的行為人 (omniscience) 或機構 (institutions)，同

時其行為表現則大多被簡化為依循簡單物理規則 (例如：局部磁場的牽引) 且無自主意識和自主行為

的機械反應 (Arthur 1999; Kirchgässner 2008; Briassoulis 2008)。而如此單純與簡化的設定不但嚴重地與

現實脫鉤，亦很可能忽略甚至扭曲某些作用體與其附屬行為對於都市發展過程和土地使用變遷之影響

關係 (Bibby and Shepherd 2000; Bouchaud 2008)。再者，誘發或促進都市發展的「政府行為」或「新加

入的參與者的行動」等關鍵影響變數，亦常面臨被漠視的情形，如此一來將可能導致模式中所考慮的

變數和行為者，往往都只是欲探討問題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如 Batty and Torrens 2005; Lai 2006a; 

Briassoulis 2008)。 

前述關於模型化過程中，將系統行為直接類比為依循簡單物理規則的機械反應之方式，對於少部

分的自然系統或許是成立的 (例如：天文觀測)－因其對於初始條件並不具備敏感依賴性 (sensitive 

dependence)，但對於更大量的目前已知的自然系統而言 (例如：颶風、湍流、生物組織)，其系統狀態

則是混沌的，則是對初始條件敏感的，非常容易因為些微的噪聲或干擾，就造成無法預料的最終結果 

(如 Bak 1996; Simon 1998; Mitchell 2009)—特別是走在混沌與秩序邊緣且具備自我組織臨界性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的複雜都市系統 (complex urban systems) (Batty and Xie 1999; Portugali 2000; 

賴世剛、高宏軒 2001; Batty 2005a; 賴世剛 2006)。Hopkins (2001) 亦認為，儘管都市是一種由人類的

各種活動所堆砌而成的自然複雜系統，但卻又有別於其它自然界的複雜系統，因為它具有：(一) 相關

性：都市開發之決策為相互影響、(二) 不可分割性：開發之增量不可能是任意的、(三) 不可逆性：開

發完成後 (即採取行動後) 便極難回復原貌、(四) 不完全的預見：即對未來仍舊存在不確定性等四種

固有性質。因此複雜都市系統乃永遠處於一動態過程，任何人均無法駕馭整體都市之發展，而人們 (包

括規劃者或規劃單位) 僅能從都市看似混亂複雜的發展過程中，嘗試尋求機會和解決方案 (Lai 2006a; 

Han and Lai 2011)。 

綜合前述因素，使得近代的傳統經濟典範或傳統都市經濟典範所呈現的都市發展本質，成為一個

時間不連貫的、片段刻劃的與線性的發展過程，且對於都市、區域或社會空間系統仍不脫離靜態的與

單一均衡狀態 (cities-in-equilibrium) 的描寫，即不具有隨時間演進所形成的整體系統環境，亦不具備

個體行為上的動態變化及調整。而其觀點下之系統行為則常被直接類比為系統組件處在均衡狀態時的

相互作用，至於系統組件亦往往遭簡化為供給與需求中較具代表性的與較具影響力的少數作用體。儘

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aul 在二十世紀末所提出的新經濟地理 (NEG) (Krugman 1991)，就已經開始

強調遞增報酬的基本假設，並試圖藉由 Dixit and Stiglitz (1977) 之壟斷競爭模型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odel)，設法將「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模型化 (Fujita, Krugman, and Venables 1999; Fujita 

2010, 2012)。但即便如此，在傳統經濟典範或是傳統都市經濟典範中所採用的分析方式或關鍵概念，

依舊有絕大程度是構築在平衡穩定、遞減報酬以及預先給定的均衡狀態 (predetermined equilibrium 

state) 等強烈假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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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理論－複雜科學觀點與傳統經濟觀點之比較 

 

複雜科學、複雜系統或複雜性概念的開端，最早可追溯自 Ludwig Von Bertalanffy 於 1928 年在維

也納  (Vienna) 完成其有關於生物有機體系統的敘述性畢業論文－它除了標誌著一般系統論 

(  general systems theory, GST) 的問世，亦同時喚醒現代科學對複雜性 (complexity) 的研究興趣 

(Cowan 1994)。其中，企圖描述所有系統的一般系統論，因缺乏實質的科學成果隨即式微  (Simon 

1999)，而最初建構在一般系統論上發展的複雜科學或複雜系統論，則藉由爾後持續地研究熱潮與諸多

科學家的原創貢獻 (例如：Alan Turing; Norbert Wiener)，使得接續其後發展的研究者逐漸有能力利用

複雜性概念及各種概念開發工具 (例如：Turing Machine; Cellular Automata) 從不同角度貼近、模擬和

再造現實世界中的複雜現象。 

而以複雜科學為基礎之都市發展理論，便係將都市視為一複雜系統，並認為都市與都市發展的本

質正如同其他自然界的複雜系統一般，必然具備下列三大顯著特性：(一) 非線性動態 (nonlinear 

dynamics)：系統中的小事件在適當的條件下可能會令系統變得無法控制或難以預測，也就是說數量龐

大的單一行動者或小型的都市代理人，其局部互動或行為對都市所造成的影響往往會比大型的或較高

層次的都市代理人  (例如：都市規劃團隊或組織) 來得更加劇烈明顯  (如汪禮國、賴世剛  2008; 

Portugali 2011)。(二) 突現 (emergence)：都市中單一的或者小型的行動者之間的局部互動，時常可引

發都市整體規模中才會存在的特性－譬如都市中的「族裔隔離」的現象，並不等同部分的個體的都市

行為人的高度的隔離行為 (如 Anderson 1972; Holland 1995; Batty 2000; Portugali 2011)。(三) 整體與局

部的互動 (global-local interactions)：上述突現的觀點，同時也意味著複雜系統或自我組織系統中較高

層次結構所顯現出的秩序與形式並無法與較低層次之組成份子的個別行為或特徵相仿。換言之，在局

部角度下，局部之間的互動將形成整體組織和型態，而在整體的視角下，這樣的整體結構也可能影響

局部行為，進而衍生新的屬性或互動關係 (如 Lai 2006a; 賴世剛、王昱智、韓昊英 2012)。 

承上，其中所謂的「自我組織」及「突現」之概念，則與 Jacobs (1961) 所描述的都市發展現象有

諸多相互呼應之處－「都市街道與公共場合讓許多認識或互不認識的人們聚集，並產生一連串的互動

與活動，儘管每個人都是基於自己的需求和動機而行動的，但這些個別小規模的互動，其總和的效應

卻是非常巨大」－該段落正說明了以複雜科學為基礎的都市發展理論的觀點，乃將都市視為係由局部

次系統 (sub-systems) 所累積形成的整體結果 (Batty 2005a, 2005b)，且在特定結構或條件下，會由混

亂、混沌中自發地產生規律和秩序，譬如著名之冪次現象 (power law) 已在不同都市聚落體系中被廣

泛地實證 (Krugman 1996; 賴世剛等 2010)。若由反向邏輯表述，也就是說，我們難以從整體系統所呈

現的規律性去掌握局部次系統的運作情形，而這樣的性質與概念，相對於原子還原論或是以原子還原

論為核心思維的傳統經濟觀點—試圖從基本構件的結果去剖析或推敲整體型態究竟是由哪些基本元

素、粒子所組裝而成的運作方式，存有根本性的不同。 

是以，複雜科學及其思維的出現和發展，突顯了線性思考及從上而下的還原論方法有諸多不足之

處。誠如前述，複雜系統所關注的自我組織現象及突現論 (emergentism)，是著重於探討系統中數量龐

大的作用體或個體會如何隨著時間而互動，並逐漸形成怎樣的整體特性與秩序。若從個體和總體經濟

學的演進過程中可發現 (Arthur 2000; Batty 2000)，傳統經濟觀點同樣亦認為經濟體系係由許多經濟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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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conomic agents) 所組成 (例如：廠商、銀行、消費族群、投資族群)，而整體的結果係由大量的經

濟個體的互動所產生。此一想法雖與複雜科學認為系統是由下而上組織而成的概念類似 (賴世剛、郭

修謙 2010; Holland 2012; Batty and Marshall 2012)，然傳統經濟理論及其研究者為避免由眾多經濟個體

所創建的模式過於錯綜複雜，甚至可能因此阻礙最終目的—求取解析解 (analytical solutions)，故轉而

投向較易處理但很可能遭過度簡化的處理方式。例如理性預期經濟學所講究的與追求的是侷限在：什

麼樣的預期或預想，會與這些預期和預想所共同創建的模式結果是一致的、是平均可供驗證的 (Arthur 

2000, 2006)。又例如消費者效用理論則是建構在「消費者的效用是僅取決於其自身消費」的假定，並

完全忽略其他消費者同樣的消費行為所伴隨的決策相依性。而侷限於或規範於特定狀況下的簡化手

段，不僅有利於將傳統經濟理論的看法以基於數式的形式簡潔表達，亦方便研究者依循其架構及探究

其結構與義涵。 

此外，為確保經濟模式的可行性或易處理性，傳統經濟理論慣以簡單的數學函數企圖捕捉或描述

複雜多樣的代理人行為，同時必須附帶假設代理人和他們的同儕 (agents and their peers) 是擁有足夠聰

明才智的且主觀推論他們已善用其能力內所能得到的一切的有益的訊息－所以他們沒有任何動機去改

變其決策或行動 (Arthur 2006; Bouchaud 2008)。當然，如此過於簡化或嚴重脫離現實的假定，長期以

來也一再地遭受諸多嚴厲批評與挑戰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Tversky and Kahneman 1981, 1992; 

Mohamed 2006; Krantz and Kunreuther 2007; Ariely 2009; Kahneman 2011; Wang, Han, and Lai 2014)。譬

如其中認知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便認為，新古典經濟中的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被設定得太過聰慧－完美的深謀遠慮、完美的資訊整合能力、完美地評價每個可能的替代

方案且缺乏任何的情緒構成要素 (Brocas and Carrillo 2003)。新古典經濟模型中的經濟人和其行為幾乎

就像是個會行走的計算機器穿梭於世上，僅僅考慮經濟範疇－究竟如何最大化貨幣收入數和最佳化欲

消費的商品項目 (Kirchgässner 2008)。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Vernon Lomax Smith 與著名之政治經濟學

家 Gebhard Kirchgässner 亦強調，所謂的理性並非意指個體無時無刻都在執行最佳化或最佳方案，也非

意味個體或代理人總是可以瞬間反應或瞬間發掘全部有價值的替代方案中的最優選項，實際上根本沒

有人可一貫地運用理性的邏輯原則於每件他 (她) 所進行的事情上面 (Smith 2005, 2008; Kirchgässner 

2008)。 

反觀以複雜科學為基礎的都市發展理論，在基本假設上，則認知每個代理人都是異質的 

(heterogeneous)，具備不完全資訊獲得能力、有限認知能力與有限理性等特性，且彼此通常呈現互相適

應或競爭的關係 (Arthur 1991; Simon 1999; Briassoulis 2008; Holland 2012; Lai and Han 2014)。而其核心

概念中所強調的「總體代理人的行為」，是由「眾多組件代理人的行為」所共同構成，但因「組件代理

人」之間是有條件地產生互動，使得「總體代理人的行為」並不等同於「眾多組件代理人」的行為之

加總 (Arthur 2006; Holland 2012)。若具象表述，複雜科學中的複雜系統 (complex systems, CS)、基於

代理人的計算模型 (agent-based model, ABM) 或細胞自動體 (cellular automata, CA) 等概念或開發工

具，其實就是一種從傳統的「聚合型態的理解方式」轉變為「非聚合型態的理解方式」之科學發展結

果 (如 Lai 2003, 2006a; Batty 2005a)，而該科學發展結果則是為促進都市建模中的代理人、組件代理人

甚至是總體代理人，能更貼近真實世界中的實際行為與反應－譬如：自主性  (autonomy)、回應性 

(responsiveness)、持續性 (durative) 與適應性 (adaptability) 等 (如 Batty 2005b, 2009; Epste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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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l and North 2010)。 

故總括而論，傳統經濟觀點的思維與方法仍大多專注於構築線性、對稱、靜態的世界觀，並嚴格

遵循單一均衡的概念，利用還原論和還原論方法解釋和解構都市或區域系統。反觀由複雜科學思維驅

動的都市發展理論所強調的則是突現、非線性發展、動態的世界觀，試圖透過以異質個體 (agent-based) 

為主的分析方式，理解個體究竟如何由下而上互動組織成整體型態的變遷過程 (視為有組織的複雜問

題)。且為了仿效早期物理科學的成功，以及追求方法論上的嚴謹度與邏輯性，傳統經濟理論講究的和

執著的是合於嚴格數理邏輯的先驗模型與技術結構，而並非合於真實世界的檢驗與觀察。若以新古典

經濟理論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中的標準效用理論為例，該理論即一具合理邏輯的數學建構 

(mathematical construct)，亦是仿效理論物理學的最佳範例 (the best examples of theoretical physics) (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1953)。對照傳統經濟典範及原子還原論思維的數式建構 (equation based 

formulas)，利用複雜理論與複雜性概念探討都市發展之最主要目的在於貼近真實世界中的行為反應與

相互影響關係，並令其模型和模擬能體現實際都市體系所可能蘊含的複雜性、多樣性及突現狀態 (請

參照表 2)。 

然而，複雜科學觀點和模型建構對於都市發展的詮釋上，卻也並非毫無缺點。首先，在複雜系統

的模型中，雖然企圖同時改善「作用體數量」與「作用體所依循的邏輯規則」，使其變得更具真實性與

多樣性，但在作用體的選擇上，卻可能仍無法考慮到都市中所有的作用體，這點與傳統都市經濟典範

的分析方法所遭遇的難題是類似的。另一方面，在個體的行為及其決策的假設方面，雖採納了有限認

知能力、有限理性、達可接受的最低偏好程度 (satisficing) 等規則 (如 Simon 1986, 1998)—試圖改善傳

統都市經濟典範中完全理性行為人過於單調及脫離現實之爭議 (如 Mohamed 2006; Wang, Han, and Lai 

2014)。但反過來說，卻也使其受限於同樣的規則設定裡。對照真實世界情況，行為人的理性程度、效

用函數、權變函數或價值函數，實際上是會隨著所遭遇到的「選擇情境」或「問題框架」而改變，有

時甚至是系統地、有一致趨勢地發生改變，而非任意地或完全隨機地變動遊走 (相關研究見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Tversky and Kahneman 1992; McElroy and Seta 2007; Krantz and Kunreuther 2007; 賴

世剛、黃仲由 2012)。且隨著長期的社會、經濟、科技變遷及計劃效果等眾多因素介入 (如 Wang, Han, 

and Lai 2014)，人類個體在都市中的各種行為模式與伴隨的相關行動會受到什麼影響而發生什麼樣的

改變，在現今的複雜系統模型中仍難以描繪出來而仍需留待後續的開發。綜言之，複雜科學典範與傳

統經濟典範的持續發展與進步仍是有必要的。對於都市發展過程的模式化與模型化，目前雖難以完全

避免還原論的簡化思維 (Batty and Torrens 2005; Arthur 2006; Manson and O'Sullivan 2006; 汪禮國、賴世

剛 2008)，但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我們究竟該如何「有策略性的簡化」，使得在減少整體系統複雜性

與不確定性的同時，又可確保建模和模擬能真實再造出都市發展之空間型態  (space) 和系統結構 

(place)，並從中有效地釐清欲探討的都市問題或都市複雜現象，則是未來應繼續深究的重點課題。 

 

都市發展理論－生物有機觀點之演進與復興 

 

自科學革命歷程後，「萬物機械哲學」與「受限於牛頓物理形式的世界觀或宇宙觀」已儼然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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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都市發展本質之觀點比較－傳統經濟觀點與複雜科學觀點 

Table 2. The nature of urban development between tradition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and the viewpoint from complexity sciences. 

傳統經濟觀點 複雜科學觀點 

追求收斂、穩定和靜態均衡狀態 強調混沌、動態和遠離均衡狀態 

基於遞減報酬∕負回饋 倡導遞增報酬∕正回饋∕路徑相依∕鎖定效果 

代理人基於完全理性∕完全資訊 代理人具備有限理性∕有限的認知能力∕不完全預見 

代理人基於最優化∕最佳化∕利益動機 代理人追求滿足感而非最優化 

強調自私經濟人或自身利益公理 無自私經濟人或自身利益公理 

合於嚴格數理邏輯的先驗模型與技術結構 合於真實世界的檢驗與觀察 

仿效早期物理科學的成功 以複雜性概念、生物有機概念、神經控制論為開端 

依循簡單物理規則∕類比為機械相互作用 整體系統的演化∕生物有機體的隱喻 

時間不連貫、線性與片段的發展過程 個體的動態變化及調整∕隨時間演進的整體系統環境  

 

西方科學思想的主流，但其發展歷程中所衍生的諸多反對運動卻未曾因此消失－譬如與笛卡兒哲

學相近時期問世之生機論 (Vitalism)。生機論之擁護者主要是抨擊笛卡兒 (Rene Descartes) 當時將世界

的本質類比為或解讀為機器裝置的看法，並極力反對藉由原子還原論或非生命的物質運動來強加詮釋

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的生物與生命現象 (詳見 Kline 1990; Mayr 1997; Mazzocchi 2008; Allen 2005)。隨

時間的開展而理論的各自演進，演進後的各種理論和主義仍舊保有不同程度地對抗，特別是應用於有

關生物或生命系統的課題，常有許多相異觀點與機械哲學並列甚至產生激烈爭辯 (如 Mayr 1982; Allen 

1997; Pumain 2006; Hoekstra, Kroc, and Sloot 2010)。 

類似的「主流理論」與「非主流的反對運動」之間的對抗和分歧也存在於都市發展領域。在生機

論出現後約兩個世紀，Frederic Harrison 與 Patrick Geddes 先後提出與當時主流觀點 (機械化世界觀) 相

互對立的歷史生命整體 (living whole of history) 及生物有機體概念 (organicism)－主張都市 (與都市

建築 ) 即歷史結果的體現，而歷史結果則為經切割分離後即成死物  (lifeless mass) 的生命整體 

(Harrison 1894)；倡導非逐件、逐日或零碎片段處理的整體規劃，才能夠滿足都市或社會中「不斷進展

的事務」與「持續增長的人口」的各種複雜需求 (Geddes 1915)。其觀點下的人類文明及都市增長乃被

認知為永恆不朽的歷史的積累，而非經特定的物質、經濟或歷史事件所突現；都市環境則是由住居都

市內的居民的集體力量所共同建成，而非透過不同利益團體的成員的彼此互動來構造；都市建築亦非

僅供作滿足人類需求的表現，而是對都市作為一獨立生命有機體的一項貢獻 (Welter 2002)。 

時間推進至二十世紀中葉，由 Frederic Harrison 與 Patrick Geddes 用以詮釋都市本質的有機觀點 

(organic perspectives)，主要藉哲學家 Lewis Mumford 與後續相近概念的研究者的加入 (著名者如 Jane 

Jacobs、Christopher Alexander) 而得以茁壯延續。Mumford 在其所撰 The City in History 經典一書中便

強調：今日許多有關都市未來發展遠景的思維假定 (ideological assumptions)，雖然是以人的本性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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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為基礎的，但表面上它關注的是人們的生命與健康，內地裡流淌的卻是對有機過程的輕蔑 (a deep 

contempt for organic processes)。且都市規劃者 (包括社會學家或經濟學家) 對未來經濟和都市擴張的計

畫，均是建構在將巨大都市普遍化、機械化、標準化與完全失去人性的都市進化的終極目標之上，企

圖透過各種機巧的機械替代品取代能獨立存在的有機形式 (autonomous organic forms)。Lewis Mumford

同時嚴厲地批判近代普遍的都市發展思想或都市規劃行為，僅僅是為了追求易受控制的便利性及有利

可圖的商業價值，而完全無意維持所有的有機形式的複雜的合作關係 (Mumford 1961)。 

此外，Christopher Alexander 所撰之 A City is Not a Tree 經典一文 (Alexander 1965)，亦曾嘗試利用

都市內結構和組織型態的差異來解析都市增長時的「自然特性」。其文申論的概念乃將都市看待為許多

元素共組的母集，母集內包含眾多子集，子集內的各元素因有相連貫的 (coherent) 或共同運作的 

(co-operative) 功能而隸屬同一集合，至於子集與子集之間的交疊方式則可區分為半格子狀結構 

(semi-lattices) 和樹狀結構 (trees) 兩種組織方式。Christopher Alexander 認為所謂的自然都市 (natural 

cities) 是經由歷史積累沉澱而來的，而透過都市設計者及都市規劃者著意創造的都市，則應被歸類為

人造都市 (artificial cities)—自然都市有著半格子狀結構 (semi-lattices)，但人造都市卻被組織成簡單樹

狀結構 (trees)，這兩者的區別不僅僅在於子集與子集之間連結或交疊方式的差異，更重要地，半格子

狀結構是由內生特性生成的、是由下而上生長的，顯而易見地比簡單樹狀結構是透過從上而下的控制

與人為的設計刻劃來得更加複雜細微和具備較為豐富的型態。是以，我們應認清都市是遵照半格子狀

結構原則發展，且須依此自然原則來提供適當的空間結構，以維持都市的「自然特性、合理性和必要

的重合性」，並促成「完整的有機體形式的複雜的合作關係」 (Geddes 1915; Mumford 1961; Lai 2003; 張

松田、賴世剛 2009)。 

再者，二十世紀初以 Robert Park、Ernest Burgess 與 Roderick McKenzie 等都市生態學家為首的芝

加哥社會學派，因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 所影響，亦常藉由生物動機或生物原理 (例

如：競爭、入侵、演替、隔離、代謝過程) 來比擬人類行為、人類社區與都市發展過程，並試圖在都

市、社會組織與生物有機體之間建構連結 (Robson 1969; Theodorson 1982; Schwab 1992; Parker 2004; 

Gottdiener and Hutchison 2011)。其中，芝加哥社會學派核心人物 Robert Park 便曾借鑑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的生命網絡 (the web of life) 之理論概念，倡導所謂共生的社會 (symbiotic societies) 並非

僅是居住在同一棲息地的植物和動物的無組織集體，相反地，他們應是透過最微妙複雜的方式彼此維

繫與依存 (Park 1936a)。而當時都市生態學思想中的「都市」，則進一步被詮釋為參與都市居民的生命

歷程的「自然產物」，尤其是人類本性 (human nature) 的產物，而絕非只是住居都市內的居民、機械

裝置、社會設施與人造建築的簡單聚集－因都市環境與都市內的個體或群體是以潛藏的與有機的生態

過程 (ecological processes) 相互地關聯 (Park 1936a, 1936b; Park, Burgess, and McKenzie 1967)。 

發展至今，Lai (2003) 立基於 Christopher Alexander、Herbert Simon 與 Jane Jacobs 等早期研究者之

原創構想，藉由單維細胞自動機 (one dimensional cellular automata) 作為探索都市空間演變的分析工

具，並用以隱喻抽象化後的傳統的與狹長狀的線形都市 (詳見 Krugman 1996; Frey 1999) 之發展。作者

賴世剛認為，都市整體與都市中的實質環境，實際上就是許多局部土地開發決策互動的產物，因此該

研究中將每個細胞 (cell grid) 比擬為都市開發的宗地，至於每個細胞的狀態變化 (k=2) 則代表不同的

土地使用用途，而單維細胞自動機全數共 256 條演化規則 (Mitchell, Crutchfield, and Hraber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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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ram 2002) 在經過非決定性有限狀態自動體 (nondeterministic finite state automata, NDFA) 與決定

性有限狀態自動體 (deterministic finite state automata, DFA) 的方式表現後，可適當地分類出 Alexander 

(1965) 所定義的半格子結構原則與簡單樹狀結構原則，進而作為單維細胞自動體模擬都市複雜空間演

變時的演化規則與依據。 

最終其研究模擬發現，Stephen Wolfram 在《A New Kind of Science》經典一書中所劃分的第四類複

雜型態 (Langton 1984; Wolfram 2002) 中的直線形時空圖，必然是依照半格子狀結構 (semi-lattices) 而

非簡單樹狀結構 (trees) 的轉換規則演變而成 (請參照表 3)。且該複雜型態的演化結果，除了符合都市

複雜空間系統遊走於秩序與混沌邊緣的自我組織特性 (self-organization)，同時亦初步證實 Christopher 

Alexander 當初的假說 (Alexander 1965; Waldrop 1992; Lai 2003)。從而我們可得知，看似渾沌卻隱含部

分強烈秩序的都市演變過程，極可能就是建立在少數的、具有決定性的簡單規則之上，並透過大量的

個體之間的局部互動由下而上  (bottom-up) 所共同突現  (如賴世剛、陳建元  2004; Batty 2005b, 

2008a)。Geoffrey Caruso 等相關學者認為，Lai (2003) 是他們所知範圍內，唯一成功地藉由單維細胞自

動機 (one-dimensional cellular automata, 1D-CA) 作為探索都市空間演變機制的重要研究，而相較於二

維或三維以上維度的細胞自動機 (2D-CA; 3D-CA)，單維細胞自動機對於理解都市空間動態演化，提供

了更直觀及更簡易的可視化方式 (Caruso et al. 2009)。 

表 3 單維細胞自動機第四類複雜型態的 8個演變規則 

Table 3. The eight transition rules that are semi-lattices and result in class 4 structures. 

Rule Number         

9         

41         

65         

97         

107         

111         

121         

125         

資料來源：整理自 Lai (2003)。 

 

近期，Lai (2006a) 則提出一類似於個體建模 (agent-based modeling) 之原創的模型架構－空間垃

圾桶模型 (Spatial Garbage Can Model, SGCM)，來模擬與解釋有組織但無政府狀態 (organized anarchy) 

時的都市突現現象。SGCM 觀點下的都市發展過程，源自於五種幾乎獨立的元素川流在時空中不停地

遊走、產生碰撞以及交互作用後所構成 (請參照圖 1)。其五種川流要素分別為：(一) 決策者：即行動

者或開發者，在公領域或者私領域，他們試圖將土地作適當地土地開發、(二) 問題：即決策者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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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和當前處境之間的差異、(三) 解決方案：即土地、資本或任何其他能幫助了解發展狀況及有益

於決策制定的資源、(四) 決策情境或選擇機會：即開發決策是否可能被制定的機會、(五) 土地和設施

的區位：以土地開發之情境為例，即設施是否在適當的土地上進行開發 (詳見 Cohen, March, and Olsen 

1972; Lai, Han, and Ko 2013; 賴世剛、王昱智、韓昊英 2012)。若簡言之，SGCM 可視作一種解析都市

發展的抽象化和概念化的模式，意圖將都市理解為「眾多公部門與私部門大量決策與規劃行為所共同

突現的發展結果」。該模式之運作機制與 ABM 相近，均強調眾多無中央組織機構控制的個體依循一

定的邏輯規則移動，且在特定條件狀況下，個體會發生相互影響 (但非必然地產生關聯或毫無規則地

發生作用)，並在更高層次結構中突現或衍生新的特性 (properties) 或組件 (components) 甚至進而影響

整個複雜都市系統 (整體與局部的互動；互相關聯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Jacobs 1961; Alexander 1965; 

Batty and Longley 1994)。 

 

 

 

 

 

 

 

 

 

 

 

 

 

資料來源：Lai (2006a)。 

說明：DM：決策者；IS：問題；CH：決策情境；SO：解決方案；LO：區位。 

圖 1 空間垃圾桶模型模擬圖 

Fig. 1. Simulation diagram of spatial garbage can model. 

回顧生物有機體的隱喻概念的初期發展，實際上並未在都市發展領域形成廣泛地迴響或共鳴，若

根據前述之討論，其根本原因或許可歸納為三個層面來看：(一) 當時的優勢觀點仍然是以從上而下看

待都市、控制都市與設計都市的「硬體技術」為主；(二) 當時「倡議都市應自下而上演化發展」或者

「反抗從上而下規劃設計都市」的擁護者和學派數量相對稀少；(三) 生物有機體的隱喻概念的初期發

展，幾乎僅停留在意識型態上或哲學概念上的闡述，且彼此之間缺乏接合或對話—這樣的僵局存續至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其融合了當時陸續迸發的科學發展思想，以及受惠於大幅度地降低成本的計算

機軟硬件 (Weaver 1948; Jacobs 1961; Cowan 1994; Simon 1998)，對都市如何形成與如何成長的思考方

式才開始出現關鍵之改變。隨後緊接發展的複雜系統觀點或複雜科學所主張的突現論 (emergen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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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總體的模式、行為和組織型態是由較小尺度的局部狀態之間的互動所突現，且各個組成構件之

加總必然會小於整體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事實上就是與前揭討論的複雜性概念

與生物有機體論之詮釋方式及主張不謀而合 (Park 1940; Deutsch 1951; Waldrop 1992; Cowan, Pines, 

and Meltzer 1994; Simon 1998; Batty and Torrens 2005; Mitchell 2009)。 

 

都市發展理論－都市成長與擴張的自然規律 

 

在最新的研究中，Luis M. A. Bettencourt、José Lobo、Dirk Helbing、Christian Kühnert 與 Geoffrey B. 

West 等學者及其研究團隊 (Santa Fe Institute, SFI)，則提供更具體的與定量的科學根據與理論框架 

(Bettencourt et al. 2007; Bettencourt and West 2010)，藉以說明都市個體儘管無法在外觀或功能上一對一

地將組織機構對應至生物有機體的部位 (components) 或器官 (organs)，但其生長和擴增的方式卻符合

生物有機體普遍適用的增長法則。也就是說，各種都市屬性或都市變量 (設定為 Y(t)) 和眾多規模大小

有別的都市個體單元 (設定為 N(t))，若分別被類比為生物有機體之生理特徵量和各種生物物種之體積

量級，則我們可仿照生物自然演化的異速增長規律 (allometric scaling law) (Brown and West 2000; West 

and Brown 2005) 適當地展現其非線性關係與增長變化 (請參見數式 1)： 

 Y(t)=Y0[N(t)] (1) 

數式 1 所呈現的冪函數可直觀解讀為：當都市人口規模數量逐漸遞增或擴大，相對應的都市變量

亦必然隨之遞增 (positive relationships)，但其最重要關鍵在於遞增或擴大的程度是由參數所控制。當

β＞1 時，表示正向的異速增長 (positive allometry)，即都市變量增長的速度比都市規模增長的速度還

快。當 β＜1 時，表示負向的異速增長 (negative allometry)，即都市變量增長的速度比都市規模增長的

速度還慢。當 β＝1 時，表示呈等速增長 (isometry)，即都市變量與都市規模維持線性的與同比例的增

長關係。此時，為便於擬合 (fitting) 眾多都市變量或特徵量時以線性形式簡潔表達，故數式 1 一般在

取雙對數後 (log-log plots)，將該冪律關係式由原先的指數非線性形改寫為對數線性形 (請參照數式 2

及圖 2，以美國地區各都市之工資總額和超創意就業數為例)： 

 lnY(t)=lnY0+lnN(t) (2) 

反言之，經擴展實驗範圍後的生物異速增長規律，如今被證實不僅適用幾乎完整的生命系統 (West, 

Brown, and Enquist 1997, 1999)，更可延伸應用於規模更加龐大且更為複雜的都市體系 (Webb 2007)。

該重要發現即意味著當任意都市體系內的眾多都市個體之人口規模在增長或擴張之際，其社會經濟量

或基礎設施之物理量 (相對於生物體的性狀或生理特徵量，例如：新陳代謝率、心跳頻率、股骨剖面) 

將會自發地、有組織地聚集於對數座標平面的擬合直線 (fitting line)，並且依循著特定的縮放冪指數 

(scaling exponents; β) 進行相對應的增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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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ettencourt et al. (2007)。 

說明：2004年之工資總額對應美國各都市人口數 (左)、2003年之超創意就業數對應美國各都市人口數 (右)。 

圖 2 尺度縮放關係之釋例 (美國) 

Fig. 2. Examples of scaling relationships (U.S.). 

 

承上，為深入確認都市的異速增長現象之普遍性與適用性，Huang and Lai (2012)、黃仲由、賴世

剛 (2012, 2013) 亦曾以臺灣地區 (Taiwan) 作為實證對象，同樣根據異速增長規律來表現都市人口規

模與眾多都市變量或都市特徵量之間的增長關係 (如數式 1 與數式 2)。最終其研究結果顯示：除過去

文獻所關注之基礎公共設施、都市供給系統與社會互動模式之外 (Kühnert, Helbing, and West 2006; 

Bettencourt et al. 2007)，擴大檢測範圍後的項目，譬如交通運輸載具數量，依然能在保有極為良好的擬

合配適度的前提下，突現出可對比生命系統的異速增長關係 (請參照圖 3，以臺灣地區各都市之機車數

量與汽車數量為例)。 

是以可見，都市人口規模一旦出現增長或衰退的變動時，則其局部特徵量  (traits) 或次系統 

(sub-systems) 幾乎是以非等比例 (non-proportional) 進行縮放，而非傳統規劃上或者實務上所熟悉的等

比例 (proportional) 假定 (等速增長僅是異速增長中相對少數的特例)。且更重要地，我們可藉此都市

體系與生命系統的共通特性進一步推論： 

(一) 當縮放冪指數 (scaling exponents) 大於 1 (positive allometry)，則平均而言，都市人口規模改

變將造成較大規模都市 (larger cities; LC) 的局部次系統之增減量相對多，較小規模都市 (smaller towns; 

ST) 的局部次系統之增減量相對少。例如將 ST 之人口數設為 100,000、LC 之人口數設為 1,000,000，

而其共同突現之縮放冪指數 1 訂為 1.15 (常數 Y0設為 1)。當面臨同樣的人口增長數 5,000 時，將造

成 ST 之次系統的增量 δ1為 32,454 單位，但造成 LC 之次系統的增量 δ2卻達 45,691 單位 (即 δ2>δ1，

請參見數式 3 與數式 4)；而當面臨同樣的人口縮減數 5,000 時，將造成 ST 之次系統的減量 λ1為 32,212

單位，但造成 LC 之次系統的減量 λ2卻達 45,657 單位 (即 λ2>λ1，請參見數式 5 與數式 6)。 

 δ1=[exp(1.15*ln(105000))−exp(1.15*ln(100000))]≒32454 (3) 

 δ2=[exp(1.15*ln(1005000))−exp(1.15*ln(1000000))]≒4569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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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λ1=[exp(1.15*ln(100000))−exp(1.15*ln(95000))]≒32212 (5) 

 λ2=[exp(1.15*ln(1000000))−exp(1.15*ln(995000))]≒45657 (6) 

(二) 當縮放冪指數 (scaling exponents) 小於 1 (negative allometry)，則平均而言，都市人口規模改

變將造成較大規模都市 (larger cities; LC) 的局部次系統之增減量相對少，較小規模都市 (smaller towns; 

ST) 的局部次系統之增減量相對多。例如將 ST 之人口數設為 100,000、LC 之人口數設為 1,000,000，

而其共同突現之縮放冪指數 2 訂為 0.85 (常數 Y0設為 1)。當面臨同樣的人口增長數 5,000 時，將造

成 ST 之次系統之增量 δ3為 752 單位，但造成 LC 之次系統的增量 δ4卻僅 534 單位 (即 δ3>δ4，請參見

數式 7 與數式 8)；而當面臨同樣的人口縮減數 5,000 時，將造成 ST 之次系統的減量 λ3為 758 單位，

但造成 LC 之次系統的減量 λ4卻僅 535 單位 (即 λ3>λ4，請參見數式 9 與數式 10)。 

 δ3=[exp(0.85*ln(105000))−exp(0.85*ln(100000))]≒752 (7) 

 δ4=[exp(0.85*ln(1005000))−exp(0.85*ln(1000000))]≒534 (8) 

 λ3=[exp(0.85*ln(100000))−exp(0.85*ln(95000))]≒758 (9) 

 λ4=[exp(0.85*ln(1000000))−exp(0.85*ln(995000))]≒535 (10) 

 

 

 

 

 

 

 

 

 

 

資料來源：Huang and Lai (2012)。 

說明：2008年臺灣都市之機車數量對應其人口規模 (左)、2008年臺灣都市之汽車數量對應其人口規模 (右)。 

圖 3 尺度縮放關係之釋例 (臺灣) 

Fig. 3. Examples of scaling relationships (Taiwan). 

 

結論：趨向生物有機增長的思考方式 

 

過去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以來，我們對於都市、都市發展或都市成長的理解與詮釋正緩慢地反映

Frederic Harrison、Patrick Geddes、Lewis Mumford、Ebenezer Howard、Robert Park、Alan Turing、Norbert 

Wiener、Warren Weaver、Ludwig Von Bertalanffy、Herbert Simon、Peter Hall、Jane Jacobs、Christopher 

Alexander 等早期研究者所提供的寶貴訊息－如今，都市、都市發展或都市成長之本質，已不再被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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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或被比擬為混沌的、無序的與機械論的系統或系統狀態，而是逐步地邁向遠離均衡的、路徑相依的

與共演化的生物有機增長觀點。 

若從過去傳統的類比或隱喻的方式來省思－相較於漠視元素 (elements) 或組件 (components) 間

關聯的機械系統，或是根據既定藍圖進行築構的巨大設計，則都市增長必然更為接近生物有機的增長

方式－因都市其總體的形態和行為，皆是由較小尺度的、數量龐大的、行為自發的、具決策能力的個

體或組織自下而上地突現，而僅偶爾伴隨從上而下集中控制的管制或者行動 (Simon 1998; Portugali 

2000; Batty and Marshall 2012; Batty 2013)。 

若就都市型態 (urban morphologies) 來檢視－在都市混沌的、紊亂的和多樣的表象和外觀下，實

際上卻潛藏著都市發展時和擴張時需要的無數個體或團體的決策和互動過程所共同突現的強烈秩序 

(order) 和型態 (pattern)，且可透過遙感影像 (remotely sensed imagery) 觀測到都市的人口增長過程之

分布與街道網絡之蔓延路徑，皆普遍地與重複地開展出近似於生物有機體增長時的自我相似性 

(self-similarity) 與碎形結構 (fractal-like structures) (請參照圖 4，詳見 Batty and Longley 1994; Batty 1997; 

2008a; Brown and West 2000)。 

 

  

 

 

 

 

 

 

 

 

 

 

 

       資料來源：Batty (2008a)。 

       說明：(A) 倫敦之人口分布型態、(B) 倫敦路網之生長路徑與聯通程度。 

圖 4 碎形都市 (英國倫敦) 

Fig. 4. Fractal cities (London). 

若進一步以上一個世紀的傳統的系統觀點來解釋—隨複雜科學及其思維的出現和蓬勃發展，突顯

了從上而下的、線性對稱的以及由整體型態推敲局部次系統的還原論方法仍有諸多不足之處，進而促

使過去對於完美均衡世界的嚮往與著重都市系統的靜態結構的解析方式，逐漸蛻變為都市發展過程中

的規律探索與自下而上演化發展的動態行為模擬 (如 Batty 2008c, 2009, 2013; Lai, Han, and Ko 2013; 

Lai and Han 2014)。相對於早期的傳統的將都市系統詮釋為無組織的、還原論式的、樹狀結構原則的、

仿效物理科學且執著於嚴格數理技術建構的簡化性思考，我們正處在將都市系統視為有組織的、突現

論式的、遠離均衡的、半格子狀結構原則的、異構個體間有條件地相互關聯的、以生物有機概念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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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且追求合於真實世界檢驗與觀察的複雜性思考的過渡時期 (請參照表 2 與表 4)。 

整體而論，本篇研究的目的不在於對所有的都市發展理論的相關文獻提供全面性的回顧，而是嘗

試與傳統的機械化世界觀和還原論思維支配下的都市發展理論之詮釋方式做一對話，同時，針對各種

隱喻或類比都市發展的主流觀點 (例如：機械化世界觀、以利益動機為核心的經濟思維)，或是理解都

市空間演變過程的數個主要取徑 (例如：產業區位觀點、都市人文生態觀點、傳統經濟學觀點、生物

有機觀點與複雜系統觀點)，提出一整合性之本質論證與比較，藉以探求更為完善且貼近真實世界的思

考方式，並彌補過去在詮釋都市發展及都市增長方面可能的不足。 

時至今日，將都市本質視為生物有機體 (organisms) 以及將都市增長過程比擬為生物有機增長 

(organic growth) 的思考方式，是因都市個體間普遍地具有潛在的、原生自發的、彼此緊密關聯的自然

生長規律與自我相似的都市型態 (urban morphologies)，且其各個社會經濟量 (social quantities) 或設施

物理量 (physical links) 皆嚴格地遵循眾多都市個體所共同突現之生物生長冪律  (biological scaling 

relationships)。過去所遺留下未經檢驗但顯然成立的發展概念 (Jacobs 1961; Alexander 1965; Alexander, 

Ishikawa, and Silverstein 1977)，現今已透過複雜科學 (都市科學) 的持續推展和前揭發展概念之間的相

互援引而獲得較具體的初步解釋—都市應為一個複雜的、自我組織的、彼此緊密關聯的、自下而上生

長且非著意控制刻劃完成的「生物有機整體」(Geddes 1915; Jacobs 1961; Mumford 1961; Alexander 1965; 

Batty and Longley 1994; Batty 2005a)。 

表 4 都市發展本質之觀點比較－機械化世界觀與生物有機觀 

Table 4. The nature of urban development between mechanization of the world  

picture and organic perspectives. 

機械化世界觀 生物有機觀 

原子還原論∕決定論∕線性對稱思考 突現論∕整體論∕非線性思考 

簡單系統∕沒有組織的複雜系統 複雜系統∕有組織的複雜系統 

類比為功能分離的機器或無組織的集體 互相關聯成為一個生物有機的整體 

由整體型態剖析或推敲局部次系統 異構部件之間有條件地相互關聯或影響 

自上而下控制刻劃∕可還原∕可逆性質 自下而上演化∕自我組織∕不可還原∕不可逆性質 

樹狀簡單結構原則∕單一功能與單一用途 半格子狀結構原則∕多重附屬與重疊的可能性 

普遍化∕機械化∕標準化之終極目標 有機生長∕集體進化的實體∕能獨立存在的有機形式 

 

本研究認為，生物有機觀點 (organicism) 及生物有機增長之思考方式，實現過去機械化世界觀 

(the classical concept of mechanism) 與還原論思維 (reductionism) 所無法提供的深刻洞察，而假若我們

期望成功地以整體的與永續的發展概念去規劃一個都市甚至是整個都市體系，而非僅是設計、翻攪或

者複製大量的機械硬體或公共建物設施，則未來需開始去學習掌握現代都市體系複雜的及不同構面的

增長潛能，認清都市自發形成的異速生長本質，並依此原生特性來引導及評估都市發展計畫與決策。

本研究議程除可作為複雜科學與都市科學興起後對於傳統的都市發展典範 (如 Jacobs 1961; Mum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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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Lynch 1981; Fujita, Krugman, and Venables, 1999; Fujita and Thisse 2002; Ball 2012; Wilson 2012; 

Batty 2013; Lai and Han 2014; Arthur 2015) 之補充，亦可增進對都市發展是如何發生、都市是如何運

作、都市空間型態將如何演變以及都市未來應如何發展等本質層面及其決策過程之預測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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